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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迁与产业转移 

——中国制造业的新趋势与微观证据 

 

 摘  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发展中经济体实现增长的必由之路，而产业的跨国转移在此过程中扮

演了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结构变迁和产业转移的相关特征事实进行描述和分

析，并提供微观证据。随着我国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产

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往资本密集型主导的方向转移。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原有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部门呈现出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也有明显变化。基于对沿海地

区轻工业企业的调研数据，作者在微观层面验证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转移和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机

制，并对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其他可能反应进行了分析。此外，本文选取劳动密集型的一个代表

性行业——制鞋业作为例子，对其产业转移的情况进行考察，进一步印证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转移的总

体趋势。从产业转移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当前的中美贸易问题。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  结构变迁  产业转移   

JEL 分类号：D24, F21, O24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location: 

New Trend and Micro Evidence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ctors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al descrip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lo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We show that as the relative 

price of labor rise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termined by the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changes substantially,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ecomes more and more capital intensive. Labor-intensive sectors tend to relocate to 

South East Asia countries and other regions with much lower labor cost. In addition, using a field survey on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coastal areas in China,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rising labor cost on firms’ relocation 

and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relocation. Finally, we present a case 

study on the footwear sector to provide supportive evidence on the trend of relocation. The analysis of industrial 

relocation also provides further understanding on the current US-China trade relation. 

Keywords: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Relocation 

JEL code: D24, F21, O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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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以年均 9.4%的 GDP 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

奇迹，而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身就是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的结构转型过程。中国已经完成了从一个

农业大国向制造业大国的转变，而制造业内部的结构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最初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

为主，到逐渐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方向进行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变迁，也驱动着我国贸易结构的不

断调整，我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此同时，我

国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和空间布局也发生着深刻的调整：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原来占主导的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的分布也逐渐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或向海外进行转移。本文的重点就在于对

这一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事实，从宏观到微观，结合不同角度进行系统性的描述和梳理，并基于一手的调研

数据，从企业层面分析其作用机制，为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实证参考。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按照新结构经

济学的框架，这一系列结构变迁背后的核心驱动因素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即经济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

丰裕程度变动，所引起的比较优势的变化（Lin，2011；林毅夫，2017）。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本的

迅速积累，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下降，劳动力的相对稀缺程度上升。在市场机制下，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

素的相对稀缺程度，进而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就表现为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已有大量研究在关注这一

趋势（蔡昉，2010；Zhang，Yang and Wang，2011；Li, Li, Wu and Xiong, 2012）。 

要素禀赋结构变化通过价格机制驱动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变迁，此过程背后的决策主体是企业。

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受冲击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的选择大抵包括如下几

种：（1）产业升级（upgrading）。升级到产业链中更高端的位置，或转而从事更加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的行

业，来节约劳动力成本，这也是驱动经济中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2）技术升级或自动化（automation）。

在同一行业内，企业可能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引进机器人、生产线，进行标准化生产，从而节约劳动力成

本。这一问题是当前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特别是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对劳动力市场和产业变迁的影响

（Autor，2015；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Cheng et al.，2019）。（3）产业转移（relocation）。将企业

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或者找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的企业进行代工生产。这种产业转移的

方向既包括在国内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也包括从我国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本文的关注点主要在产业转移，特别是跨国转移，即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走出去”。 

关于产业转移，已有不少研究关注这一现象。Akamatsu（1962）通过分析跨国产业变迁的基本趋势，

提炼出“飞雁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的概念，即随着时间推移，一个产业在一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呈

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V”形趋势，形似雁阵。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

亚经济体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跨国分布的变迁特征与飞雁模式相符合。具体地，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日本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进而随着中国

大陆的开放，转移到中国大陆。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生跨国转移的根本原因是各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这种

变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驱动着比较优势的变迁。对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其资本积累快，要素禀赋

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变迁更明显，于是会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产业跨国分布的变迁（Lin，2012；Chandra，

Lin and Wang，2013）。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下，本文首次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的

特征事实和作用机制进行系统性的描述和分析，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结合近十余年以来，特

别是 2008年以后的特征事实，指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经历向其他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

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重要的发展机遇，对我国自身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事实描述和实

证分析，我们指出，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地方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同时关注到产业

之间的异质性，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不同行业制宜，对产业升级的方向进行合理判断和规划，积

极引导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或进行产业转移。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我国在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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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重要外部挑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 2000 年之后快速上升，到 2018 年

达到约 5000 亿美元，仅中国就占到美国总的贸易逆差的一半以上。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试图通过加征关税

的方式降低的贸易逆差，但贸易战开始以来，美国总的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2018 年加征

关税之后，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创美国历史新高，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上升了 11.7%。而基于新结构经济

学的框架，从经济结构变迁和产业转移的视角分析美国的贸易结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贸易赤字的

成因，也有利于从长期的视角加深对当前中美关系问题的认识。 

事实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与美国的制造业贸易剩余不断扩大的过程。Lin

和 Wang（2018）指出，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多来自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而进入

本世纪以来，当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赤字增加时，美国对东亚发达经济体的贸易赤字在减少。从 1990 年到

2015 年，来自亚洲的进口产品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比例从 80%左右降低到现在的 60%左右，而中国在

美国贸易赤字的比例从不到 10%上升到将近一半。而正如本文将要详细阐述的，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

断上升，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大规模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美国与越南的贸易逆差在快

速增长。以 2019年第一季度为例，在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影响下，美国从中国的货物进口额同比减少近 14%，

而与此同时，美国从韩国、中国台湾等其他亚洲经济体的进口量在增加，而增加最快的是越南，美国从越

南的进口同比增加 40%。 

所以，美国贸易赤字转移的背后，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各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转移，其背后的根本

驱动因素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化。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随着我国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中

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美国对中国的逆差就会减小，而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

收高关税，对中美双方都是不利的，美国近期奉行的单边主义贸易政策也并不会给美国带来贸易赤字的减

少。从长期来看，中美贸易结构会随着中国比较优势的变迁而发生转变，对于当前的短期压力，我们要理

性看待，从容应对。 

据我们所知，本文是国内外第一篇对产业转移的特征事实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的文章，本文结合了宏

观（国家层面的出口结构、外资行业结构等）、中观（特定产业的变化）、微观（具体行业中的具体企业的

例子）等多个角度提供了不同层面的经验证据，并结合一手的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企业做出产业转移

决策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求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经验事实方面的参考，以及吸引更多的实

证研究基于更好的数据对这一现象背后的理论机制进行深挖，这对我们弄清楚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逻辑，

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转型升级相关的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目前文献中还没有文章对我国企业产业转移决策的微观机制进行实证

检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我们难以拿到那些已经转移到海外的企业在转移前后的信

息，因为还没有这样的调查数据。而本文所基于的这份调研数据，调查沿海地区轻工业企业当前的经营状

况和对外转移的意向，对于从微观层面对产业转移进行实证研究来说，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所得出的结论

也能够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实证参考。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言。第二部分介绍产业转移的长期趋势以及相关的已有研究，同

时更细致地阐述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产业转移的基本逻辑，描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特征事实及其对产

业变迁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三部分介绍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从要素密集度的角度关注不同产业在中国出

口中的份额。第四部分关注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角色的结构性变化，通过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对比，给出

跨国贸易结构变迁和产业转移的特征事实。第五部分关注我国的外国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行业分布变化，描

述外资企业的产业转移趋势。在第六部分，我们基于一项针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轻工业企业的调研数据，

对产业转移的驱动因素进行经验实证，包括企业转移和对外投资决策与工资水平以及行业资本密集度特性

的关系。在第七部分，我们聚焦在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制鞋业，通过对此行业的跨国分布特征

以及具体企业生产分布的分析，进一步印证我国产业转移的基本趋势。第八部分做结论性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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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转移的长期趋势与基本逻辑 

在这部分，我们首先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结合现有的研究，对亚洲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长期

趋势进行一个回顾，并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产业转移的基本驱动因素，同时给出相关的经验事实。 

自 Akamatsu（1962）提出飞雁模式以来，已经有不少的研究结合几十年来各东亚经济体产业转移的现

象做出经验实证，比如 Anderson 和 Park（1989）描述了纺织和制衣业在上世纪 80 年代向中国内地转移的

趋势，Dowling 和 Cheang（2000）通过对东亚各经济体在相关产业上的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简称 RCA）的测算，对飞雁模式进行了验证，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在电子行业

上的显性比较优势在上升，同时东南亚国家在纺织业上的显性比较优势也在明显上升，而日本正在这些产

业上失掉比较优势。图 1 引自 Kwan（2002），形象地表达了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长期趋势。首先，对于

一个国家而言，不断从劳动密集的产业（如纺织），升级到资本密集的产业（如汽车），其次，对于一个给

定的产业，则是不断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迁移，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越南等国。 

 

图 1：亚洲经济体产业变迁的基本模式 

注：来源：Kwan（2002）。其中 NIEs 代表“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ASEAN 代表东南

亚四国，包括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这一系列变迁背后的驱动因素是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化。

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国要素的相对价格，在发展初期，劳动力相对丰裕，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价格便

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符合比较优势，这样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对于整个经济而言能

够实现高速增长，同时资本不断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快速升级，资本的丰裕程度逐渐提高，这时相对更加

资本密集的产业就具有了比较优势。Chandra，Lin 和 Wang（2013）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了韩国产业升级的

成功案例：六七十年代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成衣、制鞋等产业，而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原来劳动密集

型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电子、汽车等产业逐渐占据主导，这就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实现

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典型例子。在理论模型方面，Ju，Lin 和 Wang（2015）基于美国制造业变迁的特征

事实，构建了一个含有无穷多个资本密集度不同的行业的经济增长模型，发现每个行业的生命周期呈现先

上升后下降的“驼峰状”（hump-shaped），同时越是资本密集的行业，到达峰值的时间越晚。东亚各高速增

长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迁，基本都与此模型的预测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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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美国进口贸易的地理分布进行考察，也能够发现明显的产业转移的趋势。Cutler，Berri 和

Ozawa（2003）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结构在 2000 年之前的长期变动趋势做了一个描述，发现在上世

纪 60 年代，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来源国，而到了七八十年代，取而代之的是

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国内地在占比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上升。我们在图 2 中展示了 1990 年至今美国劳动

密集型产品进口市场份额的变动趋势。我们参考 Cutler，Berri 和 Ozawa（2003）的做法，将 SITC 编码中

的四组两位数编码产品的贸易额加总（分别是：82-家具及室内用品；83-箱包；84-纺织服装；85-鞋类），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代表。我们发现，“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在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中的比例持续下

降，到 2010 年左右已经接近 0。而中国内地在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在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中所

占的比重迅速上升，到 2009 年达到峰值时已经超过 50%，而在 2010 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对应的是，

越南在美国轻工业产品进口中的地位从 2001 年左右开始持续上升，到 2016 年已经占到 10%以上。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转移的趋势，我们会在后面的部分对此做更加详细的介绍。 

 

图 2  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市场份额变动趋势 

注：数据来源：Comtrade 数据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划分依据 Cutler，Berri 和 Ozawa（2003），包括 SITC 两位数编码中的

82-家具及室内用品，83-箱包，84-纺织服装和 85-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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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国贸易赤字的分布变化 

注：数据来源：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ata，美国统计局。越南对应右坐标轴，其他经济体对应左坐标轴。 

 

在图 3 中，作者对美国贸易赤字的跨国分布做了一个描述。我们发现，自 1990 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

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贸易赤字在其整体贸易逆差中的比重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中

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从不到 10%上升到如今的接近 50%，2010 年之后，这一上升的

趋势逐步放缓，而与此同时，越南在美国贸易赤字中所占比重在迅速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印证产

业在亚洲经济体之间转移的趋势。由于美国自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其结构性特征

决定了美国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和劳动相对丰裕的亚洲经济体产生贸易逆差，而随着各亚洲经济体比较

优势的变化，这种逆差将随着产业转移而在国家间进行转移。 

所以，当我们引入产业转移的视角来考察中美贸易战时，会更加清楚的认识到，美国的单边主义贸易

政策并不会给美国带来贸易赤字的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在亚洲经济体之间转移的过程背后，是劳动密集

型产业转移的过程。实际上，随着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其他国

家和地区转移，美国对中国的逆差就会减小，而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对中美双方都是不利

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有了大

的发展，而这一趋势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我国的劳动力成本逐渐提

高，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图 4 展示了我国自 2003 年以来的制造业劳

动力成本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我国劳动力成本呈现高速上升的趋势，虽然 2011 年以后增速有所下降，但

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高于每年 GDP 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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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描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市场机制下，要素价格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而市场主体会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在这种背景

下，实行产业转移，寻找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内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种产业

转移一部分表现为从沿海到内地的国内转移，比如曲玥、蔡昉和张晓波（2013）基于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

企业的数据，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呈现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Ruan 和 Zhang（2014）也用

纺织成衣业的空间分布变化验证了产业转移正在我国国内发生，指出中西部地区可以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

区的产业转移。 

而与此同时，产业的跨国转移也是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的重要现象，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正在不断“走出

去”，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印度或者非洲。Lin（2012）将

此趋势概括为“leading dragon”模式，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内地向外国转移，将给世界其他发展中国

家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Chandra，Lin 和 Wang（2013）通过分析各国在纺织业、成衣业、玩具业上占全球

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指出中国正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这些产业的分布逐渐转向越

南和东盟四国（ASEAN4，即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在本文

中，我们还将用更详细的数据和指标，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的特征事实进行描述和分析。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关于这个机制，已经有一些微观层面的实证

研究来验证。比如 Xu 和 Hubbard（2018）使用商务部对外投资企业名录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发现在

地级市层面，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更大的概率进行海外投资，且劳动密集型产业海

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Wang，Xia 和 Xu（2019）基于轻工业企业调研的数

据分析了企业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时的策略选择——升级还是转移？他们发现更加劳动密集的行业和

企业会更倾向于用产业转移的方式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 

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有两个总体方向，一个是向内陆地区转移，一个是向以东南亚国家

为代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在图 5 中，我们仿照 Chen 和 Li（2019）的做法，将我国内陆地区

和东南亚国家制造业工资的变动趋势进行了描述，其中，右轴表示我国内陆省份制造业月平均工资水平，

相应的数据在图上用实线表示；而左轴是若干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制造业工资相对于我国内陆地区的比例。

可以看到，尽管我国内陆地区的工资在上升的同时东南亚国家的工资也在上升，但与我国内陆省份相比，

差距基本没有缩小，东南亚国家一直保持着较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也是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大

规模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一个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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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内陆省份与若干东南亚、南亚国家制造业工资对比 

注：数据来源：国际劳动组织（ILO）统计数据库，《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进一步，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变迁的关系，我们使用一组简单的回归分析来解释二

者的相关性。具体地，我们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1998-2008 和 2011-2013 年的数据，将企业的资本和

劳动加总到三位数行业层面，形成一个三位数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由于我们关注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在这里我们取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子样本，即在所有三位数行业中，资本密集度小于当年各行业资本密集度

的中位数的那些行业。回归的因变量是该行业当年的固定资产和从业人数的绝对量的对数，以及这两个指

标在所有行业中所占的比重。核心的解释变量是上一期该行业的平均工资的对数，这里的平均工资是由当

年该行业的全年应付工资总额除以行业的从业人数计算得来的。同时，我们控制住行业本身的资本密集度，

即本行业的固定资产与从业人数之比，并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在表 1 中。 

表 1 的前两列的因变量分别为该行业固定资产和从业人数的对数，我们发现，在控制了行业的资本密

集度以及行业和年份各自的固定效应之后，不论用资本还是劳动力的数量来衡量，本行业的规模都与上一

期本行业的平均工资显著负相关，且具有经济上的显著性。在后两列中，因变量为该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占

所有行业的比重，所得的结果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上与前两列是类似的。从总体上看，劳动密集型行业面

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降低这些行业的规模，以及其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这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化驱

动产业结构变迁的逻辑，整个经济向资本密集型的方向转变。 

当然，这组回归所反映的相关性背后的作用机制可能有很多，而我们所关注的产业转移只是其中的一

个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分布整体从中国内地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以我们看到劳动力成本

上升对本行业的固定资产和劳动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他的作用机制比如：企业从劳动密集型行业退出，

新的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同时，企业自动化升级也是一个可能的反应，但从这里来看应该不占主导，

因为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工资上涨时的固定资产规模也在下降，如果是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则固定资

产不应出现明显的下降。这样的结果也与 Wang 等（2019）的发现相契合，即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

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时的选择中，相比于产业转移，自动化升级不是主要的方向。总之，我们希望用国

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相关特征事实，对新结构经济学解释结构变迁和产业转移的基本逻辑给出一些经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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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同时给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一些间接证据。在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将从贸易、外商直接投资

等多个角度，展示与产业转移相关的更多经验证据，以便更好的把握经济结构变迁与产业转移的总体趋势。 

 

表 1  劳动力成本状况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和比重的影响 

变量名 
绝对量的对数 在全行业中的比重（%） 

固定资产 从业人数 固定资产 从业人数 

上一年工资的对数 
-0.414*** -0.452*** -0.042*** -0.159*** 

(0.0711) (0.0711) (0.0153) (0.0428) 

行业资本密集度 
0.008*** -0.001 0.001*** 0.000 

(0.0006) (0.0006) (0.0001) (0.0004) 

3 位数行业固定效应 Y Y Y Y 

年份虚拟变量 Y Y Y Y 

观测值数目 1,096 1,096 1,096 1,096 

R2 0.979 0.973 0.976 0.968 

注：①数据来源：工业企业数据库 1998-2013（不包括 2009 和 2010 年数据），加总到三位数行业层面，每一个观测是

某年某行业的情况。②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定义：在所有三位数行业中，资本密集度小于当年各行业资本密集度的中位数则为

劳动密集型。③行业平均工资是当年该行业的全年应付工资总额除以行业的从业人数（单位：千元）。④资本密集度是本行

业的 K/L（单位：千元/人），其中 K 是固定资产，L 是从业人数。 

 

三、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变迁 

在这部分，我们集中从要素密集度的角度，展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变迁。出口产品结构的背后是产

业结构，以及比较优势的变化，而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这背后的核心驱动因素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变

迁。 

关于一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已经有国际贸易领域的理论模型给出解释，Romalis（2004）就将拓展

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与 Krugman（1980）的垄断竞争框架结合起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驱动的出口产品

结构变迁，并用美国的贸易数据进行了经验实证。文章指出：密集使用一国相对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在一

国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高；一种要素的快速积累会使得该国的出口产品结构转向更加密集使用该种要素的

产品。 

关于中国的出口结构变化的实证，有一些学者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sophistication）变化的

角度来刻画，如 Rodrik（2006），Schott（2006）等。此外，杨汝岱和朱诗娥（2008）从要素密集度的角度

考察了中国 2006 年之前的贸易结构演变，指出从 90 年代中期以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

相对地位就开始下降。Kehoe 和 Ruhl（2013）构建了度量贸易的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增长的指标，

并发现在 1995 到 2005 年，中国原来对美国出口量很少的一些产品（least traded goods）在出口贸易中所占

的比重快速上升，指出这与贸易开放和经济结构转型都有密切关系。 

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产品出口贸易额数据，首先将其划分为初级农产品、工业原材料和工业制

成品三类，考察从 1994 年开始，这三个大组在整个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这部分结果展示在图 6

中。可以看出，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制造业产品就在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且其

比重仍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近十年基本稳定在整个出口的 90%以上，这也印证了中国一直是世界制造业

大国。进一步地，考察制造业内部不同产业的结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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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为了对制造业内部不同产业进行分组，我们借鉴曲玥等（2013）的做法，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计算 30 个两位数制造业行业在 2008 年的资本密集度，并将其从低到高排序，如表 2 所示。我们将这 30 个

制造业按资本密集度从低到高分成三个组：劳动密集型、中间档次和资本密集型。曲玥等（2013）的文章

是直接选取了资本密集度最低的 12 个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分组，并展示了与国际标准的对照

（Ciccone and Papaioannou，2009）。与他们的划分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将这 30 个行业分成三档，这样做一

方面是考虑了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一些在美国已经高度资本密集的行业，比如电气设备、通信电子、通

用和专用设备制造，在我国可能资本密集度还比较低，这与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不

同位置有关；另一方面，分成三档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捕捉不同分组之间出口产品结构的动态变化特征，更

加直观地反映要素禀赋结构驱动产业变迁的现象和逻辑1。 

 

表 2  两位数制造业按资本密集度分组 

行业名称 
资 本 密 集 度

(K/L) 
排名 分组  行业名称 

资本密集度

(K/L) 
排名 分组 

皮革毛皮羽绒 31.28 1 劳动密集型  印刷业 131.91 16 中间档次 

纺织服装鞋帽 37.02 2 劳动密集型  农副食品加工 132.53 17 中间档次 

文教体育用品 37.17 3 劳动密集型  食品制造 133.59 18 中间档次 

工艺品及其他 46.38 4 劳动密集型  橡胶制品 143.67 19 中间档次 

家具制造业 61.33 5 劳动密集型  非金属矿物制品 161.21 20 资本密集型 

仪器仪表 79.60 6 劳动密集型  医药制造业 183.05 21 资本密集型 

木材加工 86.30 7 劳动密集型  交通运输设备 196.93 22 资本密集型 

金属制品业 91.08 8 劳动密集型  饮料制造业 205.44 23 资本密集型 

纺织业 91.49 9 劳动密集型  造纸及纸制品 230.83 24 资本密集型 

                                                        
1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还采用了另一种划分方法，即与曲玥等（2013）相一致，把最劳动密集的前 12 个行业作为

“劳动密集型”一组，其他的行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一组，这样分组之后，仍能够看到劳动密集型分组占比下降的明显趋势

（见附录的表 A1 和图 A1）。 



12 

 

塑料制品业 94.27 10 中间档次  化学原料及制品 293.09 25 资本密集型 

电气机械器材 94.40 11 中间档次  化学纤维 319.23 26 资本密集型 

废弃废旧回收 107.89 12 中间档次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321.60 27 资本密集型 

通用设备制造 112.21 13 中间档次  烟草制品业 430.00 28 资本密集型 

专用设备制造 115.77 14 中间档次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496.29 29 资本密集型 

通信计算机电子 116.94 15 中间档次  
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 
577.10 30 资本密集型 

 

图 7 展示了上述按照劳动密集度分组后得到的制造业内部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到 2008 年之后基本保持稳定，中间档次的产业占

比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占比的趋势基本平稳，在 2003 到 2008 年有一个缓慢的上升，

到2008年之后又呈现下降趋势。这样的现象可以用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结构理论来解释：就像Ju等（2015）

的模型所刻画的那样，经济增长是一个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不断变迁的动态连续的过程，随

着我国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上升，越来越资本密集的行业具有了比较优势，出口开始上升，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降低，出现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趋势。而资本密集度最高的那些行业，

总体变动幅度较小，还呈现比较平稳的趋势，可能与一些非常资本密集的行业仍然与我国要素禀赋决定的

比较优势有一定距离有关。 

 

图 7  制造业内部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组如表 2 所示。 

 

如果我们把劳动相对密集的行业再进一步细分，即把较为劳动密集的前 15 个行业拿出来，按照劳动

密集度的排名分成三组，分别是行业 1-5，行业 6-10，以及行业 11-15，考察这三个组的相对比例变化，这

部分结果展示在图 8 当中。我们发现，下降最明显的就是最劳动密集的 5 个轻工业行业：皮革毛皮羽绒、

纺织服装鞋帽、文教体育用品、工艺品以及家具制造。这表明我国正在这些最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上逐渐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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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比较优势，这些行业正在经历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产业 6 到 10 的比重也有一个缓慢的下降趋势。而

在部门 1 至 15 当中，11 至 15 是上升最快的，对应的是电器、设备制造、通信和计算机等行业，我国在这

些行业上的比较优势正在上升。这样细分后的趋势分析，进一步印证了要素禀赋结构驱动产业结构和贸易

结构变迁的基本逻辑。同时，电气机械器材、通用设备、专用设备、通信计算机电子等这几个行业在我国

出口中所占比重的快速上升，可能也与我国在这些行业中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转换有关。在我国劳动力成

本很低的发展阶段，我国主要承担的是这几个行业中的组装环节，这是劳动密集型的，而随着比较优势变

化，我国在分工中的位置逐渐从劳动密集的组装变成资本、技术更密集的“设备”或“中间部件”（例如芯

片）的制造和出口。 

 

图 8  在最劳动密集的 15 个制造业行业的内部结构变化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组如表 2 所示。其中行业 1-5 代表劳动密集度排名为 1 到 5 的产业加总形成的分

组，以此类推。 

 

在附录中，我们还尝试了另一种分组方法，即将所有的产业分为三档：“劳动密集型”“中间档次”和

“资本密集型”，分组的结果在附录的表 A1 中，三者的比重变化在附录的图 A1 中。我们发现，劳动密集

型产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到 2008 年之后基本保持稳定，中间档次的产业占比有一个

明显的上升，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占比的趋势基本平稳，这与 Ju 等（2015）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所刻画的

动态特征是相吻合的。 

 

四、跨国贸易结构变化与产业转移的特征事实 

在上一部分，我们展示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的趋势，提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

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那么，如果我们考察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在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

的出口当中，中国所占的比重有怎样的变化？相关的其他国家又有怎样的变化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

国出口中地位下降的背后，是不是产业的跨国转移的因素在驱动呢？在这部分，我们就集中展示跨国贸易

结构的变化与产业转移的特征事实。 

首先关注我国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变化。这部分所依据的主要数据来源是 Comtrade 贸易数据库，我们

将 SITC（Rev.3）的三位产品编码对应到制造业的两位数行业，并根据劳动密集度进行排序和分组，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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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结果展示在图 9 中。在图 9-A 中，我们按照表 2，将所有行业分成劳动密集型、中间档次和资本密集型

三个组，纵轴是这个组的中国出口贸易额占这个组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我们发现这三个组都呈现明显的

上升趋势，在 2016 年左右开始有一个向下的转折。同时，在 90 年代以及本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出口占世

界的比重最高的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部门，而上升最快的是中间档次这一组（12-20），且我国在这个分组上

占世界出口的地位超过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组，最资本密集型的行业（21-30）中我国在世界出口中的地位也

在上升，但总体上升还比较缓慢，且规模还比较低。 

图 9-B 则是按照与图 8 相对应的划分方式，把最劳动密集的前 15 个行业做进一步细分，我们发现得

到的趋势与图 9-A 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一致：开始时，中国对世界出口的贡献是以最劳动密集的轻工业占主

导，大概 2000 年之后，部门 11-15 出现较快的增长，即电器、电子、设备相关行业，这几个行业中，中国

出口已经能占到世界的 20%还多。 

 

图 9  中国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变化：按劳动密集度分组 

注：数据来源：Comtrade 数据库。 

 

从图 9 中我们发现，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对全球出口的贡献的增长有放缓和下降的趋势，那么与

中国相关的其他国家变动趋势如何呢？东南亚国家都是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在图

10 中，我们关注两个具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是纺织业（图 10-A），一个是纺织服装鞋帽业（图 10-

B）。这两幅图的纵轴是中国或东南亚在该指定行业在全球出口份额的增长率。由于绝对量相差较大，我们

比较的是中国和东南亚的特定行业占全球比重的增长速度，用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而非绝对量的增速，

是为了消除全球经济环境和总体需求波动造成的影响，侧重考察国家间的结构变化。 

从图 10-A 中，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自 2006 年之后，中国内地在纺织业上占全球出口比重的速度就

一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到 2016 年变成负的，而东南亚国家纺织业出口占全球的增速则在 2010 年之后

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增速超过中国。对于同样劳动密集的纺织服装和鞋帽业，在 2008 年之后也呈现出同

样的趋势，中国在全球出口中比重增速下降，到 2015 年变成负增长，而东南亚该行业在全球出口占比的增

速快速上升。从绝对量上看，在纺织服装鞋帽业，东南亚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从 2008 年的 6%左右上升到

2016 年的 13%左右，翻了一番还多。而中国的纺织服装鞋帽行业在全球出口中的地位在 2014 年达到顶峰，

占比超过 40%，此后开始回落。总体来讲，随着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我国在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上

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之后，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空间2。 

                                                        
2 关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向，Chen 和 Li（2019）依据商务部发布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对

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分布做了一个描述，发现排在前四位的是柬埔寨、越南、缅甸和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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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中国和东南亚在特定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占全球比重的增速对比 

注：数据来源：Comtrade 数据库。 

 

此外，越南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在附录的图 A2 中，我们比较了中国和越

南在相关行业分组上占世界比重的变化趋势。图 A2-A 是取的曲玥等（2013）给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分组，

即劳动密集度排名 1-12 的产业；图 A2-B 取的是更加细分的轻工业分组，即劳动密集度排名为 1-5 的行业。

两幅图呈现出相似的变动趋势，在大约 2008 年之前，两国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而 2008 年之后，出现一

个明显的分野：越南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占全球占比的增长速度在多数年份都高于中国，而中国在劳动密

集型产业出口额占全球的增长速度在 2010 年之后呈现一个总体下降的趋势。这样的变化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布正从中国向越南转移。此外，我们对中国和印度也做了上述图 10 和图

A2 类似的对比分析，但不论从相关行业在世界占比的绝对量或者增速上，都没有发现明显的与承接中国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相关的趋势，说明印度还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向。 

综上，我们从中国出口结构，以及特定产业出口在全球地位的变化等角度，展示了与中国劳动密集型

产业转移的经验事实。从总体上看，2008 年之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中国对世

界出口的贡献度增速放缓或出现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相关行业出口增速明显

上升，依靠其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五、外国和港澳台资企业行业结构的变化 

在这部分，我们主要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FDI）这方面来考察结构

变迁与产业转移的趋势。相比于本土企业，外国和港澳台资企业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时，有更强

的激励将企业从中国内地转移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关于中国“引进来”以及“走出去”的总体趋势，Lin 和 Wang（2018）描述了 1980 年以来中国 FDI 流入

和流出的情况，并和越南进行了对比。中国的 FDI 流入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逐渐增长，直到 2008 年金

融危机时 FDI 的流入量出现下降，到了 2011 年以后中国的 FDI 流入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对应的

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 outflow）在 2008 年之后呈现一个明显的增长趋势，且在 2016 年，中国的

FDI 流出量达到约 2000 亿美元（以 2010 年美元计），已经超过 FDI 流入量。同时，越南的 FDI 流入量从

                                                        
拉国，这四个目的地加起来占到对外投资企业总数的将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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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增长趋势，从 2007 年的不足 30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将近 120 亿美元。这在

一个侧面上可以反映出一部分外国资本从中国撤出，转移到了越南，同时也有一部分中国本土的资本投资

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越南在内。当然，受数据所限，我们目前没有分析我们关心的各发展中国家

分行业的 FDI 流入和流出情况，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 inflow）的行业结构变化，

包括港澳台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 

图 11 从不同指标刻画了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变化，依据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

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这里，我们仍然关注制造业内部的行业结构，沿用表 2 给出的划分方法，将所有制造

业行业分成三档：劳动密集型、中间档次和资本密集型。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三个分组在制造业中所占的

比重，在给定时点上三个分组的比重之和等于 1。图 11 中的四幅图分别展示了企业数、从业人数、固定资

产和港澳台资本金的行业结构变化。 

从总体上看，不论采用何种指标，我们都能发现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在制造业外商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呈

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如图 11-A 和 11-B 所示，在 2000 年，制造业中有超过 40%的外资企业和在外资企业

吸收的就业都在劳动密集型部门，而这一比例到 2016 年已经下降到不足 30%。与此相对应的是中等资本

密集型行业的快速增长，同时，在外资部门，我们能够看到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大约 2005 年之后有一个较快

的增长。这与外资企业能从国际市场上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拿到资金有关。在固定资产的图 11-C 中，也能看

到类似的趋势，外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不足 10%，而中间档次和资本密集型两个组不

相上下，占比都上升到 40%以上，这一方面与资本密集型行业本身固定资产投入多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

了外资企业不受我国国内资本市场价格约束的情况。 

 

图 11  外国和港澳台资制造业企业的行业分布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在 11-D 中，我们专门看港澳台资本金的分布情况，相比于外国资本，港澳台资本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上有更高的投资比例，在 2007 年之前都保持在 30%以上，此后出现明显的下降，到 2017 年时下降到 20%

（9-A）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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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在上世纪 90 年代，台湾的很多劳动密集型行业遵从“飞雁模式”转移到中国内地，而在近期又呈现出

从中国内地转出去，到东南亚或其他地区投资的趋势。同时，2007 年之前，港澳台资企业投资的增长最主

要是在中间档次的行业中，而 2007 年之后则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上有了明显的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港澳

台资企业在中国内地也经历了要素禀赋驱动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在产业变迁的先后次序上与中国本土的

企业基本一致，而在结构变动的时点上比中国内地的企业提前，这也符合外资企业普遍技术更先进、资本

更密集的特征。 

更具体地，我们选取几个特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业、皮革毛皮羽毛羽绒

制品业、木材加工业和家具制造业，考察港澳台资本金在这几个行业的投资占到其在所有制造业行业投

资中的比例的变化趋势，这部分结果呈现在图 12 中。我们发现，从 2000 年以来，这几个行业中的港澳

台资本金在所有制造业行业港澳台资本金中的比例总体上都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随着本世纪

初我国加入 WTO，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有了大的增长，港澳台资本流入这些劳动密集型的部门进行投

资。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港澳台资本的主要投资方向转向其他相对资本更密集的行业，或将在

我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转移到国外。此外，对于图 12 中所示的这几个行业，我们还从其他指

标上考察了这些行业在制造业外资企业中的占比的变化，包括企业数、从业人数、固定资产、外国资本

金等，得到的结果与图 12 中所反映出来的趋势基本一致。 

 

图 12  特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所有制造业港澳台资本金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综上所述，外国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行业分布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侧面反映了近些年来中国劳动密集型

产业“走出去”的总体趋势。外资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比例逐渐减少，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相

关行业上逐渐失掉比较优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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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层面的证据——基于 2017年轻工业企业转型升级调研 

在这部分，作者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调研数据，提供关于企业个体对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成

本上升做出反应的经验证据。这部分所依据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英国海外发展研究

院在 2017 年联合进行的轻工业企业转型升级调研。调研的抽样框来自 2013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由于主要

关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或转移情况，调研的抽样只选取了四个典型的轻工业行业中的企业：家用电器、

纺织成衣业、制鞋业和玩具业。调研的区域包括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主要城市。样本框总体为 4503 家企业，

经过将完访样本和 2013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得到企业的财务报表信息，最终有效样本为 599 家企业。

Wang，Xia 和 Xu（2019）对抽样和样本的描述性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问卷中，企业对 2014-2016 年面临的前三位的主要挑战进行了回答（共 18 个选项，涉及劳动力成本、

土地、政府监管、市场环境等多个方面），有 87%的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而

48%的企业将劳动力成本上升排在面临挑战的首位，可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驱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

具有明显的冲击作用（Wang，Xia 和 Xu，2019）。进一步地，企业回答了应对这些挑战所采取的前三位的

主要对策，问题选项包括产业转移、技术升级、调整规模、控制投入成本等。其中，有 8.5%的企业选择产

业转移作为主要的应对策略之一，这一比例在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最大挑战的企业中达到 10.4%。3 

接下来，作者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选择产业转移的影响，这部分结果呈现在

表 3 中。表 3 的前两列的因变量是代表企业将“把企业搬到海外”作为应对调整的策略之一的虚拟变量，我

们进一步根据企业的转移方向进行了分组，其中第（1）列包括了全部的目的地，第（2）列只包括了东南

亚作为目的地的选择。后两列是“截至 2016 年，企业是否在海外开展产品生产或提供服务”的虚拟变量，是

一个有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度量，同样按照投资目的地进行了分组。 

表 3 中主要的解释变量是企业在 2013 年面临的工资水平，计算方法是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 2013

年的工资总额除以企业的从业人数，得到企业内的平均工资水平，我们将其取对数后放进回归模型。此外，

我们还加入了行业的虚拟变量，其中将家电行业作为基准组，以及企业所有制性质的虚拟变量，将民营企

业作为基准组。此外，我们还控制了企业层面 2013 年的从业人数、总资产和负债情况，以求得到更准确的

估计。回归中还加入了样本城市的虚拟变量。结果发现，给定其他条件不变，2013 年的工资水平越高，企

业有更大的概率选择将企业搬到海外，或者在海外进行生产和投资。如果工资水平翻一番，企业进行产业

转移的决策的概率平均会提高 2 到 3 个百分点。此外，如果关注行业虚拟变量的系数，我们发现制鞋业的

系数显著为正，即相较于其他行业，制鞋业有更大的概率进行产业转移，这可能与制鞋业本身劳动密集且

难于进行自动化生产有关。 

为了进一步考察行业的资本密集度特性对企业是否进行产业转移决策的影响，我们在表 4 中将企业所

在行业的资本密集度主要的解释变量。具体地，我们计算样本中一个行业中所有企业 2013 年的固定资产

之和，以及从业人数之和，相除得到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再取对数放入回归方程。这部分结果呈现在表 4

中。此外，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还用 2013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全样本计算了这几个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替

代这里由样本企业计算而来的资本密集度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所得的结果与这里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上基

本一致。表 4 中其他的控制变量与表 3 一致，各列的因变量也与表 3 相同。我们发现，行业资本密集度对

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在各列中都稳健。这表明，更加劳动密集的行业，有更大的概率采取向海外转

移的方式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这与我们在前文的论述相印证。 

此外，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还有其他应对方式，一种是进行技术升级，比如进行自动化、标准

化生产，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冲击；而就产业转移，除了向海外转移之外，

还可以向劳动力成本相对更低的内陆地区转移。我们在附录的表 A2 中，使用表 3 与表 4 的回归方法，分

别将企业选择技术升级以及企业向内地转移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工资成本上涨是企业进行技

术升级的重要推力，但对企业做出向内陆省份转移的决策来说没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内陆地

区和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趋势基本上是平行的，二者的差距并不是很大，而沿海地区在市场、供应

                                                        
3 关于这部分结果的描述性统计，作者展示在附录的图 A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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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营商环境等方面有更好的条件。同时，我们发现不同产业采取的对策也有很大差异，家电业更有可能

选择技术升级的应对策略，这与我们之前发现制鞋业更有可能采取向海外转移的应对策略的结果形成对照。

而对于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我们样本关注的这四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加劳动密集的

行业更有可能进行产业转移（包括转移到海外和转移到内陆省份），而更加资本密集的产业则更倾向于采

用自动化升级的方式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挑战。这里的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政府在引导劳动密集

型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时，要充分考虑产业自身的特性，对于适合进行自动化升级的产业引导其进行升级，

同时鼓励一部分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为当地新的产业发展提供资源和空间。同时，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

地区也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吸引以制鞋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表 3  轻工业企业的转移和对外投资决策对工资的反应 

因变量（1=是，0=否） 应对策略：把企业搬到海外 
截至2016年，是否在海外开展产品生

产或提供服务 

 
(1) (2) (3) (4) 

全部目的地 东南亚 全部目的地 东南亚 

2013年企业工资 0.020* 0.021* 0.034** 0.025** 

（工资总额/从业人数） (0.0120) (0.0119) (0.0144) (0.0124) 

纺织成衣业 
0.030 0.031 0.039* 0.036* 

(0.0192) (0.0191) (0.0231) (0.0199) 

制鞋业 
0.219*** 0.200*** 0.259*** 0.223*** 

(0.0294) (0.0293) (0.0354) (0.0305) 

玩具业 
-0.010 -0.010 -0.018 -0.014 

(0.0287) (0.0286) (0.0346) (0.0297) 

2013年从业人数 
0.040*** 0.034** 0.060*** 0.045*** 

(0.0131) (0.0131) (0.0158) (0.0136) 

2013年资产合计 
-0.001 -0.011 -0.020 -0.023* 

(0.0134) (0.0133) (0.0161) (0.0139) 

2013年负债合计 
-0.002 0.006 0.013 0.014 

(0.0092) (0.0091) (0.0110) (0.0095) 

国有企业 
-0.152 -0.145 -0.200 -0.140 

(0.1122) (0.1118) (0.1350) (0.1161) 

港澳台资企业 
-0.001 -0.000 -0.001 -0.001 

(0.0210) (0.0209) (0.0252) (0.0217) 

外资企业 
-0.001 -0.013 -0.007 0.009 

(0.0239) (0.0239) (0.0288) (0.0248) 

城市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数目 599 599 599 599 

R2 0.158 0.132 0.168 0.160 

表注：主要的解释变量是2013年企业工资的对数，计算方法为当年的工资总额除以从业人数；控制变量中包

括了2013年的从业人数、资产合计和负债合计，都进行了对数处理。回归中控制了样本中行业的虚拟变量，

以家电行业为基准组；回归中还加入了表示企业所有制的虚拟变量，根据企业2013年的实收资本计算得到，

民营企业是基准组。表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括号里是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

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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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轻工业企业的转移和对外投资决策与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关系 

因变量（1=是，0=否） 应对策略：把企业搬到海外 
截至 2016 年，是否在海外开展产品

生产或提供服务 

 
(1) (2) (3) (4) 

全部目的地 东南亚 全部目的地 东南亚 

行业资本密集度（对数） 
-0.199*** -0.184*** -0.238*** -0.205*** 

(0.0277) (0.0276) (0.0334) (0.0287) 

2013 年从业人数 
0.040*** 0.034** 0.060*** 0.045*** 

(0.0131) (0.0131) (0.0158) (0.0136) 

2013 年资产合计 
-0.001 -0.011 -0.020 -0.023* 

(0.0134) (0.0133) (0.0161) (0.0139) 

2013 年负债合计 
-0.002 0.006 0.013 0.014 

(0.0092) (0.0091) (0.0110) (0.0095) 

国有企业 
-0.152 -0.145 -0.200 -0.140 

(0.1122) (0.1118) (0.1350) (0.1161) 

港澳台资企业 
-0.001 -0.000 -0.001 -0.001 

(0.0210) (0.0209) (0.0252) (0.0217) 

外资企业 
-0.001 -0.013 -0.007 0.009 

(0.0239) (0.0239) (0.0288) (0.0248) 

城市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数目 599 599 599 599 

R2 0.158 0.132 0.168 0.160 

表注：主要的解释变量是样本中企业所在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计算方法为该行业加总的固定资产除以该行业

的从业人数（单位：千元/人），这里汇报的是基于 2017 年调研样本计算的结果，作者还用 2013 年工业企业

数据库全样本计算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的结果与这里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上一致。其他的控制变量与表 3

相同。表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括号里是标准误，***，**，*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七、一个案例分析：制鞋业的例子 

在这部分，我们选取一个更加具体的行业作为案例，分析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趋势。制鞋业是

一个非常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且由于本身的工艺特点，目前尚难以实现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机器替

代劳动。所以对于制鞋业的中国企业或在中国大陆的境外投资企业来说，将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

地方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这部分中，我们的关注范围从一个产业，到这个产业集聚的地区——东莞，

再到这个产业中具有典型性的内资、台资和外资企业，来系统地展示制鞋业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征。图 13 展

示了中国在世界鞋业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我们发现在本世纪头十年里中国制鞋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持续

增长，从 2001 年的 20%左右上升到 2012 年的超过 40%，此后增速放缓并在 2015 年之后出现下降的趋势。 

进一步地，在图 14 中，我们展示了 2010 年以来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鞋业出口额增长

速度的变化，特别地，我们把越南单独加进来。越南由于其劳动力成本低廉，地理条件好，鞋业生产基础

比较好，成为很多韩资、台资以及中国内地制鞋企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从图 14 中可以发现，中国鞋业出

口额的增速从 2012 年开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在 2015 年之后呈现负增长；除中国和东南亚之外的世界其

他地区的增速在多数时间为负，而东南亚国家的增速一直为正且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且在 2012 年之后

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这说明世界鞋业的市场份额呈现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趋势。同时，越南的鞋业出口

额增速从 2011 年开始就一直比东南亚国家总体的增速还高，说明越南承接制鞋业产业转移的重要地位。

以上分析表明，制鞋业的跨国分布变迁，也遵循“飞雁模式”的特征，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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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中国鞋业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变化 

注：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ITS 数据库。纵轴是中国鞋业出口占世界的比重。 

 

 

图 14 各国鞋业出口额增长率变化 

注：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ITS 数据库。 

 

东莞是我国重要的制鞋业加工贸易产业集群所在地，而近年来，东莞的制鞋业也出现了向外转移的趋

势，图 15 展示了东莞从 1995 到 2017 年各年份的鞋业出口额变化趋势。可以明显的看到，从 2011 年开始，

鞋业的出口量就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到 2017 年，已经下降到和 2009 年大致相似的水平。再以具体企业

为例，东莞拥有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企业——华坚集团。华坚集团 2011 年开始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办厂，其

雇佣的工人中，埃塞俄比亚工人的比例已经从 2011 年的不到 10%上升到 2018 年的超过 70%（见附录图

A4）。此外，东莞还拥有中国最大的运动鞋生产企业——裕元集团的生产基地和行政中心，图 16 展示了裕

元集团的生产在全球的分布状况自 2013 年以来的变化，其中在中国生产的比例不断下降，从 2013 年的 34%

下降到 2018 年的 14%，而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所占的比例则在稳步上升，其中越南已经占到整个生产的接

近一半的比例，这与我们在图 14 中观测到的趋势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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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东莞制鞋业出口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调研资料。 

 

更加具体地，我们考察两个制鞋业的企业——Nike 和 Adidas 在中国和越南的生产分布情况，在商业

媒体 Quartz 上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显示，不论是 Nike 还是 Adidas，中国占企业总产量的比重都不断下降，

而越南占比不断上升，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2 年超过中国，特别是 Adidas，到 2017 年，其在越南的鞋业

生产量已经是中国的两倍（见附录图 A5）。这两个著名企业的例子，直观地说明了劳动密集型的鞋业生产

环节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趋势，进一步印证了要素禀赋结构变化驱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劳

动密集型产业“走出去”的总体趋势。 

 

图 16  裕元集团的鞋业生产在全球的分布 

注：数据来源：裕元集团企业年报。 

     

此外，我们还对制鞋业内部从产品层面做进一步的细分，以考察我们解释的稳健性。图 17 展示了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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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HS 编码 4 位码分类的鞋靴产品，考察中国和越南在这些产品上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其

中我们看到，各产品反映出的趋势大致是一致的：中国从 2015 年开始，四种产品占全球出口的比重都出现

下降趋势，而 6403 和 6404 两种产品的增速从 2010 年左右开始放缓；而越南的各产品占全球出口的比重

则从 2010 年左右开始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也印证了制鞋业普遍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趋势。上升最

明显的是 6404（橡胶、塑料、皮革或再生皮革制外底，用纺织材料制鞋面的鞋靴），这与这种产品本身对

劳动密集度的要求更高，且较难于用机器自动化生产有关。 

 

图 17  在鞋类细分产品上中国和越南占世界出口比重的变化 

注：数据来源：Comtrade 数据库。产品是 HS 四位数编码分组：6401（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防水鞋靴，其鞋面不是用

缝、铆、钉、旋、塞或类似方法固定在鞋底上的），6402（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6403（橡胶、塑料、皮革

或再生皮革制外底，皮革制鞋面的鞋靴），6404（橡胶、塑料、皮革或再生皮革制外底，用纺织材料制鞋面的鞋靴）。 

 

八、结论性评述 

本文首次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正在经历的结构变迁与产业转移的特征事实进行了描述和梳

理，并对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经验实证。随着我国步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不断提

高，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主导向资本密集型主导的方向转

变，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是实现这个产业结构内生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机制。作者从美国进口结构

的变化，我国出口结构的变化，跨国贸易结构的变动趋势，以及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结构的变化等角度，描

述了在 2008 年之后大规模发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我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使用 2017 年轻工业调

研的数据对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趋势做出的不同反应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经验实证，并用制鞋业的案

例给出了更直观的例证。 

结合文中的论述与经验证据，本文的分析对于我国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具

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中国正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应该积极应对挑战，按照要素禀赋决定的比

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发展更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政府在其中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 

第二，地方政府在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制定产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异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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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时制宜，避免“一刀切”。对于那些比较资本密集，容易进行自动化、标准化生产的产业，鼓励其进行

技术升级，同时鼓励一些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我国中西部地区也可以尝试发挥劳动力成本

优势，吸引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地方政府应当对当地产业升级的方向进行合理预判，具有一

定前瞻性地制定产业政策，积极引导当地传统产业升级或转移，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资源，培育新的发展

潜力。 

第三，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我们需要承认中国还存在大量的低收入群体，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使得轻工业企业大规模转移到海外也是事实。当然，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不全是因为整个经济要素禀赋

结构的变化，也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摩擦，技能错配，劳动力结构错配的问题，而这也是政府在制定产业政

策中所可以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比如制定政策从劳动供给的方面改善劳动力的匹配、流动、技能培训等方

面的情况，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 

第四，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给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后来者优势，利用劳动力成本较低所产生的比较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

移，而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也可以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这为我国深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条件。 

第五，从结构变迁和产业转移的视角出发，对于我们理解和应对当前的中美贸易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近些年来中美贸易赤字的扩大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而在长期，美国贸易逆差的转移背后是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跨国转移在驱动，随着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自然会缩小，

美国贸易战的措施可能会加快相关产业从中国内地向东南亚地区的转移，但不会缩小美国总的贸易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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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 A1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制造业出口中比重的变化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组如表 A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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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A） 劳动密集型分组                            （A2-B）轻工业（行业 1-5） 

图 A2  中国和越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增速对比 

注：数据来源：Comtrade 数据库。其中图 A2-A 是取的表 2 中划分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分组，即劳动密集度排名 1-12 的

产业；图 A2-B 取的是更加细分的轻工业分组，即劳动密集度排名为 1-5 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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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企业面对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注：数据来源：轻工业企业转型升级调研，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在 2017 年联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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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4  华坚集团的生产分布 

注：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调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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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A）Nike 

 

 

（A5-B）Adidas 

图 A5  Nike 和 Adidas 在中国和越南生产的比例变化 

注：来源：Quartz。https://www.theatl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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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两位数制造业按资本密集度分组 

行业名称 
资本密集

度(K/L) 
排名 分组  行业名称 

资本密集

度(K/L) 
排名 分组 

皮革毛皮羽绒 31.28 1 劳动密集型  印刷业 131.91 16 资本密集型 

纺织服装鞋帽 37.02 2 劳动密集型  农副食品加工 132.53 17 资本密集型 

文教体育用品 37.17 3 劳动密集型  食品制造 133.59 18 资本密集型 

工艺品及其他 46.38 4 劳动密集型  橡胶制品 143.67 19 资本密集型 

家具制造业 61.33 5 劳动密集型  非金属矿物制品 161.21 20 资本密集型 

仪器仪表 79.60 6 劳动密集型  医药制造业 183.05 21 资本密集型 

木材加工 86.30 7 劳动密集型  交通运输设备 196.93 22 资本密集型 

金属制品业 91.08 8 劳动密集型  饮料制造业 205.44 23 资本密集型 

纺织业 91.49 9 劳动密集型  造纸及纸制品 230.83 24 资本密集型 

塑料制品业 94.27 10 劳动密集型  化学原料及制品 293.09 25 资本密集型 

电气机械器材 94.40 11 劳动密集型  化学纤维 319.23 26 资本密集型 

废弃废旧回收 107.89 12 劳动密集型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321.60 27 资本密集型 

通用设备制造 112.21 13 资本密集型  烟草制品业 430.00 28 资本密集型 

专用设备制造 115.77 14 资本密集型  
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496.29 29 资本密集型 

通信计算机电子 116.94 15 资本密集型  
石油加工、炼焦

及核燃料加工业 
577.10 30 资本密集型 

注：数据来源是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2008）。资本密集度是用该行业的固定资产原价合计总额除以从业人数，单

位是（千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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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轻工业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向内陆地区转移决策分析 

因变量（1=是，0=否） 应对策略：技术升级 应对策略：把企业搬到内陆省份 

 (1) (2) (3) (4) 

2013年企业工资 0.064** 0.062** -0.008 -0.009 

（工资总额/从业人数） (0.0274) (0.0272) (0.0136) (0.0135) 

纺织成衣业 
-0.192***  0.041*  

(0.0441)  (0.0219)  

制鞋业 
-0.386***  0.093***  

(0.0676)  (0.0335)  

玩具业 
-0.131**  -0.002  

(0.0659)  (0.0327)  

行业资本密集度 
 0.377***  -0.090*** 

 (0.0631)  (0.0313) 

2013年从业人数 
0.054* 0.052* 0.018 0.017 

(0.0302) (0.0299) (0.0150) (0.0148) 

2013年资产合计 
-0.001 0.001 -0.004 -0.004 

(0.0307) (0.0308) (0.0152) (0.0152) 

2013年负债合计 
-0.011 -0.009 0.001 0.002 

(0.0210) (0.0210) (0.0104) (0.0104) 

国有企业 
0.169 0.188 -0.071 -0.069 

(0.2576) (0.2575) (0.1277) (0.1275) 

港澳台资企业 
-0.030 -0.035 0.012 0.011 

(0.0482) (0.0480) (0.0239) (0.0238) 

外资企业 
-0.013 -0.015 -0.024 -0.022 

(0.0550) (0.0550) (0.0273) (0.0272) 

城市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数目 599 599 599 599 

R2 0.084 0.077 0.048 0.043 

注：主要的解释变量是2013年企业工资的对数，计算方法为当年的工资总额除以从业人数；控制变量中包括

了2013年的从业人数、资产合计和负债合计，都进行了对数处理。回归中控制了样本中行业的虚拟变量，以

家电行业为基准组；回归中还加入了表示企业所有制的虚拟变量，根据企业2013年的实收资本计算得到，民

营企业是基准组。表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括号里是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

水平。 

 

 


